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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中外文化交流 40 年研究及进展 

崔天兴
1
 

(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20世纪初期安特生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随着更多的考古资料的发现以及中国考古学的深入

研究，“西来说”不攻自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显示，早在先秦时期，东西方之间就存在着多

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起源于西亚的小麦、马、牛、羊最迟在龙山时期就出现于中国境内，并逐渐成为中国人饮食、

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冶炼技术及马车等证实外来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早期中华文明还向周边区

域输送了稻米、玉器、丝绸等文化因素，为丝绸之路的孕育提供了实质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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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一直未间断，不断越过地理上的屏障，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条文化通道，这些文化通道成为了中外

文化交流的纽带。先秦阶段的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乃至东亚地区的文化格局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益受到

历史学界、考古学、人类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广泛重视，成为各新兴分支学科的增长点。 

一、欧亚草原早期金属之路的形成 

(一)青铜技术及相关产品的传播 

长期以来认为早期青铜冶炼最早起源于近东地区，而后向其他地区传播。但也有学者认为旧大陆金属起源是多地区的。人

类最早使用的铜器发现于公元前 8—6 千纪的小亚细亚和近东地区。早期中国金属起源问题也存在着“西来说”和“本土起源

说”。安志敏认为铜器很可能是通过史前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
[1]
严文明等学人则认为是本土起源的。

[2]
目前大多数学者

认为在中国早期金属器的起源过程中外来因素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证据包括:(1)西北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比中原地区早，

数量多;(2)西北地区的青铜器外形与境外青铜器有较大的相似性;(3)中国早期青铜器的年代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出现的青铜器

年代晚，大概相当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中期到晚期，而且欧亚草原青铜器还有由西向东传播的趋势;(4)形成了块范铸造的中

国青铜容器系统、失蜡法的西方青铜人像系统、欧亚草原北部的青铜工具、武器系统、装饰品系统。[3]2-3 

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制品为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时期黄铜片和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青铜刀以及红山文化

的铜耳饰等零星发现。目前早期青铜器集中出现在公元前 3千纪中叶到公元前 17世纪前后，即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国

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天山北路文化出土了多件铜制品，大都为刀、镜、权杖头等小型器物，尤其是四坝文化出土

的权杖头、有銎矛非常值得注意，分别是西方青铜系统、欧亚草原系统的典型器物。除此之外，四坝文化的砷铜合金也是需要

注意的问题，而古代近东地区在公元前 4000 年就已出现砷铜，后迅速扩展至西亚和东欧地区。刘学堂认为，“中国西北出土的

砷铜和西方冶铜技术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可以用“青铜之路”来概括欧亚大陆由西向东的文化交流。[4][5]杨建华、邵会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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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的三个铜器发展序列进行了分析，与齐家文化的铜制品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早期铜器在形态方面很多都是

外来的。[3]52-63,138-139 

金正耀运用铅同位素和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ICP)等自然科学方法分析出了二里头铜器的合金成分。[6]通过我国西北地区

青铜器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对比，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和新疆地区天山北路文化的铜制品经历了红铜—砷铜—锡青铜的过程，

与近东及欧亚草原上青铜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一致，而齐家文化和中原的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则是从红铜直接发展到锡青铜，二

里头文化晚期又创造出高铅合金青铜。二里头文化又发明了泥范铸造技术，使得中原地区跻身于当时世界金属铸造业的前列，

为日后商周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打下了坚实基础。[7] 

从青铜器的器形和器类组合看，中原地区出土的诸多夏商青铜器中含有北方文化因素和西方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杨建华

在境外早期铜器的发现和研究中，选取中亚南部绿洲农业文化和北部的草原文化两个可能与中国早期铜器相关的地区，总结出

这两个地区铜器的发展规律，梳理出夏时期中国中原、北方与西北青铜系统的关系，廓清中国早期铜器发展中外来文化因素所

占比重及作用。还从安德罗诺沃文化和有銎斧、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和空首斧两条线出发，比较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的相关遗

存，揭示了公元前 2千纪草原文化的扩张以及它们与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3]2-45,47-132 

公元前 10世纪左右，中国北方在早商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白浮、保德类型的北方文化，创造出了北方特有的青铜器如青

铜短剑、管銎斧、矛、弓形器等器物，影响到了萨彦-阿尔泰、米努辛斯克盆地和蒙古地区。夏家店上层时期与蒙古地区和贝尔

加湖地区的早期石板墓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部分夏家店上层文化还发现了南西伯利亚、黑海地区的文化遗存，如南西伯利亚群

鹿装饰的器物，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黑海地区均有出土。最近也有学者指出，西周以后，在欧亚草原上有些明显具有中国北方

民族风格的器物是在中国腹地加工制造的，即中原定居民族生产出北方动物纹样的金银牌饰，以贸易、赏赐等形式供北方族群

使用。
[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开矿密切相关的一类工具亚腰形石锤，发现在欧亚草原的通道上。已发掘或调查的矿点或冶铸遗址

有闻喜千金耙矿冶遗址(夏商)、[9]新疆尼勒克县奴拉赛古铜矿冶遗址(距今2500年)、[10]内蒙赤峰翁牛特旗尖山子冶炼遗址(夏家

店下层)、[11]林西大井古铜矿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12]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战

国)、依和沃门特采矿遗址(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13][14]等。2011 年李建西等在中条山多处古代采矿遗址中发现并采集 21 件亚腰

形石锤，认为属于青铜时代或更早。[15]亚腰形石锤也用于玉矿的开采，如甘肃马鬃山遗址、[16]敦煌旱峡玉矿遗址、[17]洛南河口

遗址，[18]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玉石之路的认识。 

(二)牛、鸡、羊、马等的起源和传播 

根据近年的研究结果来看，其中家养牛、羊、马并不是中国本土起源，三者是通过欧亚大陆史前时代文化交流传入到我国

的。[19]袁靖、吕鹏等学者运用古 DNA 分析方法对家养动物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家养动物的鉴别标准，确定了中国驯

化的时间和地点，解决了家养动物的起源和传播长期不清晰的问题。 

1．黄牛的驯化和传播。 

牛羊的驯化可追溯到距今 1万年左右。家养黄牛是由野牛驯化而来，关于黄牛的驯化地点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距

今 1 万年黄牛驯化于西亚和非洲东北部地区;另一种观点认为大约距今 7500 年的时候，南亚地区就已经存在家养黄牛，南亚是

黄牛的另一个驯化中心。[20][21]此外，还有学者对中国东北地区一副下颌骨化石进行了年代学、形态学和 DNA 测序等多项指标的

分析，认为在全新世早期中国东北部人类就已经能够管理牛类动物，[22]但学界就这一观点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目前动物考古研

究结果显示，距今 1万年左右，黄牛在西南亚地区被驯化，随后向欧洲扩散，大约在距今 7500 年，南亚的巴基斯坦地区也出现

了黄牛，随后黄牛向西扩散到爱尔兰地区，在距今 5500 年左右，传播至哈萨克斯坦地区。袁靖等学者认为距今 4500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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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家养黄牛。[23] 

其中甘青地区出土牛骨的遗址包括年代距今 5400—4700 年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永靖秦魏家遗址、大河庄遗址、武山县傅

家门遗址以及武威市皇娘娘台遗址等。甘肃傅家门遗址出土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黄牛卜骨标本，表明在距今5600年前黄牛在

祭祀中就已经被应用。[24]青海省同德宗日遗址也出土了牛骨，年代距今 5600—4000 年。[25]长宁遗址中发现的牛骨，年代距今约

4200—3700年。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养牛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牛骨的遗址有陕西省神木县新华遗址、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河南省内有淮阳县平粮台遗址、新密

古城寨遗址、登封市王城岗遗址、禹州市瓦店遗址、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小双桥商城遗址等。其中，在河南平

粮台遗址中发现的牛骨多为完整个体或者特定的骨骼部分。
[26]
另外，在云南洱海银梭岛遗址、内蒙古赤峰市大山前遗址也都发

现了牛骨。新疆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除了发现牛骨外，还发现了奶制品。[27] 

在距今 4000—2000年这一阶段，中国黄牛分布范围快速扩展至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西到新疆冬黑沟、察吾乎沟口等遗址，

东达内蒙古大山前遗址。黄牛传入中国推测有两条路线:一是在距今大约 1万年黄牛自西亚起源后，经欧亚草原向东传播至哈萨

克斯坦，到了距今 4500—4000 年左右经过我国西北传入中原地区;二是距今 7500 年左右于南亚起源，在距今 4500 年之前传入

我国西南地区，随后向北扩散至我国其他地区。 

黄牛作为家畜，饲养黄牛可以为人们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也可为种植业和畜牧业提供的主要畜力，黄牛还可被用于拉车。

在早商时期黄牛就发挥了其用处。此外，饲养的黄牛还被用于宗教祭祀活动，为宗教活动提供了新的物种来源，并且大部分早

期家牛遗存都来源于宗教祭祀有关的遗迹。[28]到了商代晚期，黄牛已经代替家猪成为中国考古遗址中最主要的祭牲。[29] 

2．家鸡的驯化和传播。 

学界曾经普遍认为距今一万年的南庄头遗址出土的是中国最早的家鸡，[30]经 DNA 鉴定，南庄头遗址以及磁山遗址中出土的

鸡骨为雉。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鸡跗跖骨经过测量，发现其平均长度远大于红原鸡跗跖骨的长度范围，故认为该遗址出

土的鸡是经过驯化的家鸡。[31][32]但有研究者指出，虽然我国北方地区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出土了鸡的骨骼，但是并没有确

切的动物考古学证据表明那些骨骼属于家鸡。 

目前相对可靠的家鸡证据来自于距今 3300年左右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考古材料表明，安阳殷墟遗址的墓葬中的陶器

内发现了不少鸡骨。同时，安阳小屯的一号灰坑中发现了一件不完整的鸡头骨，经过解剖学分析，鉴定其为家鸡，这是目前有

确切证据验证的最早的家鸡。[33]53-57另外，战国中晚期的湖北九连墩楚墓 1 号墓中发现的家鸡左肱骨，DNA 检测进一步证明为家

鸡。[34] 

目前学术界认为，家鸡可能最先在红原鸡的传统栖息地如中国南端、南亚或东南亚的热带地区等驯化，之后逐渐通过文化

交流的方式北上。[33]53-57 至迟到商代，家鸡驯化后改变习性，逐步适应亚热带甚至温带气候向长江以北扩散，随后传播到黄河流

域以及华北地区。[35]然而，由于我国南方地区的土壤为酸性，骨头在埋藏过程中会被腐蚀，故家鸡在我国的传播路线中南方地

区的传播路径缺失，且南方地区也并没有明确遗址发现家鸡。 

3．家羊的起源和传播。 

家羊包括山羊和绵羊，从野羊驯化而来。在距今 1 万年左右，山羊和绵羊可能被驯化于今天的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等西

亚地区，[36]随后向东北扩散，距今 6300—5900 年传播至达乌克兰地区，然后经欧亚草原继续向东扩展至哈萨克斯坦，距今

5600—4000年这，传入到中国西北地区。距今 4500—4000 年，在河南、山东、山西均发现了羊骨。此时期，养羊业有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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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距今 4000—2000 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家羊的分布。羊在中国境内的传播途径是向东、向南不断推进的一个过程。 

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以及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均发现了羊的骨骼或陶羊。但由

于缺少关于羊骨的形态描述和数据测量，导致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明确了家羊的传入的

时间和地点。袁靖先生提出在甘肃天水师村遗址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墓葬、[37]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发现的羊

骨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家羊遗存，距今 5600—4700 年左右。[38] 

甘肃地区内发现羊骨的遗址包括大河庄遗址和秦魏家遗址，年代距今约 4000年。此外，在民乐东灰山遗址、师赵村遗址及

其周边的毛家坪遗址均出土了羊骨。陕西地区内发现羊骨的遗址主要有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宝鸡关桃园遗址、临潼康家遗址、

临潼零口村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石峁遗址等。河南地区在舞阳贾湖遗址、陕县庙底沟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寨遗址、

禹州瓦店遗址、渑池笃忠遗址、二里头遗址等内均发现了羊骨。 

除了上述遗址外，羊骨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也有所发现。[39]根据测量数据和考古学的文化现象的显示，该

遗址中家羊的时代从龙山文化晚期一直延续到早商时期。[40]新疆地区在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墓地发现了此地区最早的羊骨，年

代距今约 3800年。另外，在山西垣曲商城等遗址内除了发现羊骨外，还发现了用羊骨做的骨器。
[41]
 

4．家马的起源和传播。 

中外诸多学者对于家马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家马的起源和演化涉及到遗传学、考古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研究方法。

目前关于家马的起源观点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中国的家马为域外传入，另一种认为中国有一个独立的家马起源中

心。 

我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已发现有野马马骨化石出土，根据袁靖对这些化石的分析，它们基

本都为普氏野马。[42]仰韶时期的半坡遗址、大地湾遗址都出土有少量的马属残骨，根据推算，都与家马有较大差别。龙山时期

的城子崖遗址、陕西华县南沙村遗址、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也都出土有马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马骨大都为零散残骸，

无法明确鉴定是否为家马。二里岗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等早商的遗址中发现有少量马骨。晚商则有大量的

马骨出土，多见于马坑和车马坑，如殷墟、山东滕州前掌大等遗址都发现有马坑和车马坑。 

何琨宇提出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在陕甘青地区祭祀随葬等现象表明马有可能被初步驯化，但同时需要更多直接的骨骼形

态学方面的测量数据来验证。
[43]
最近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了马的石刻图像，为马的起源提供了新资料。袁靖、安家瑗则认

为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马骨的大量出现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家马很可能起源于商代晚期，而殷墟的家马很可能从其他地

区传入。[44]水涛认为马的驯化和饲养最早发生在公元前5000年至 4500年之间的乌克兰东部到哈萨克斯坦北部之间的草原地带。
[45]郭静云提出了家马传至中原的两条路径，即从西北甘青地区东进和从内蒙方面南下。[46] 

(三)小麦的起源和传播 

小麦从古至今都是中国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古代便把小麦列为“五谷”之一，现在形成了“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

但根据生物学、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看，古代中国不具备成为小麦起源地的条件。得到大部分学者认同的是，小麦起源于西亚

的新月地带。 

21 世纪后，随着浮选法在国内考古工作中的广泛应用，获得了大批珍贵的古代遗存资料。碳十四测年、加速器质谱计等测

年方法在考古中的应用，为小麦遗存的年代判断提供了直接的数据。目前在国内发现有早期小麦的遗址主要有甘肃民乐东灰山、

天水西山坪、金塔火石梁，青海互助丰台、大通金蝉口，新疆小河墓地，山东日照两城镇、胶州赵家庄，河南登封王城岗、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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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瓦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博爱西金城，陕西扶风周原，云南剑川海门口，西藏山南昌果沟等遗址。 

关于中国小麦起源问题，李璠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甲骨文和古代文献记载、小麦草和野生普通小麦在中国的发现等推断，

中国是普通小麦的重要原产地和最大的变异起源中心之一。[47]黄其煦依从中外考古发现和遗传学理论，论述了普通小麦不是黄

河流域的原生作物，且中国也不具备产生普通小麦的条件。中国以及欧洲的普通小麦应该都是由近东向外扩散与传播。[48] 

赵志军认为小麦自西亚起源并培育成六倍体小麦，现在广泛种植和食用的普通小麦。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的通道推测有两

条，一条是欧亚草原通道经中国北方文化区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另一条是从欧亚草原进入新疆北部进入河西走廊绿洲通道，

最终到达中国西北地区。同时可能还存在一条海路。[49][50]曹亚萍从遗传学角度，深入分析了小麦的进化、变异过程，推测普通

小麦起源于伊朗北部至里海西南岸分布区，大约5000 年前向东传入黄河流域，而后又传入西藏、云南等区域，由于地形封锁、

技术落后等原因，云南、西藏地区还保存有具有原始形态的小麦。经过数千年的栽培演变，中国又产生了形态各异的多品种，

成为一个重要的次生起源中心。[51]近年来，淀粉粒分析发现了大量的小麦族遗存，因此靳桂云认为当前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

还无法证明小麦的确切来源，还需要积累大量的考古学资料和开展野生植物资源等相关领域的研究。[52]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小麦是由西亚传入我国。在小麦的传播路径方面，从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北方逐渐得到共识，这从我国

最早的小麦主要发现于甘青地区可以看出。例如龙山时代的东灰山遗址、西山坪遗址，年代距今约 4500 年。要早于中原地区出

现小麦。但同时期在海岱地区也出现了少量的小麦遗存，例如胶州赵家庄遗址龙山时代灰坑中出土的小麦粒进行 AMS年代测定，

得出年代为 4450—4220BP,[53]说明可能还存在一条海上通道从西方传入我国。 

近几十年，科技考古手段为研究小麦起源和传播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支持，加之跨学科的交流，越来越多的遗传学、古

生物学专业人员参与进来。近年来除了常用的碳十四测年法，加速器质谱计(AMS)测年方法不断完善，使得很少的样本也能成为

测年样品，而且测年结果更准确。碳同位素分析方法是研究小麦在古代人类的饮食结构中的比重及变化的重要方法，也成为目

前研究小麦问题的重要手段。 

(四)马车的起源与传播 

我国文献中记载有“黄帝造车”、“奚仲作车”，但结合考古资料，车的起源还有待商榷。 

研究人员在马车起源问题上的观点可以分为本土起源说和外来说两种。孙机先生对先秦时期马车的各部分结构、名称作了

详细的考证，又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对比了东西方马车系驾方法，认为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得出中国马车本土

起源的结论。[54]还有如邱克、郑若葵、翟德芳等人，主要通过中国早期马车与西亚、埃及、希腊等地的马车在结构上的比较研

究来展开论证，基本没有涉及中亚的材料，认为中国马车为本土起源。[55]李学勤、林沄、乌恩、王巍等，通过结构上的对比，

认为中亚与中原的马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认为马车是在近东产生，经由中亚地区传入中国。 

现今最早的车子材料发现于中东的两河流域和东欧地区。叙利亚的耶班尔·阿鲁达出土了一个轮子模型，土耳其东部的阿

尔斯兰特坡也出土了一个车轮模型，两者都属乌鲁克文化时期(约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3100年)。[56] 

我国的马车多发现于商周时期。二里头遗址的铜铃，推测可能为马铃，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可能是车马饰品;
[57]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城址的南城门附近最早期道路路面上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双轮车辙痕迹，经碳十四测年，其绝对年代不晚于

距今 4200年。[58]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的早期路土上，发现了两条大致平行的车辙痕迹。研究显示最晚在殷墟阶段，家马和

马车已经在中国境内被系统使用。 

目前关于车的研究主要方法是对出土物的复原，然后进行中外马车结构、制作工艺等方面的对比。孙机先生研究了中外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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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系驾法，为研究马车提供了新思路。研究人员也注意到了岩画中车的形象，这也是研究车起源的一个新方法，但岩画的年

代判断是一个难题。目前对于马车的起源问题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来验证。 

(五)玻璃的起源和传播 

玻璃，是发现最早的硅酸盐材料之一，其前身是“釉砂”“玻砂”“费昂斯”。世界最早的古代玻璃出现在两河流域的美

索不达米亚地区，年代属于公元前 3000 年左右，[59]真正成熟的玻璃出现在埃及与叙利亚地区，年代属于公元前 1500 年前后。

中国使用玻璃的时间比西方要晚 1000年左右。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汉代及其以后出土玻璃样品的分析，而对先秦时期古玻璃研

究相对匮乏。中国境内西周及春秋时期的玻璃制品主要出自新疆、江苏、河南和湖北。 

中国发现最早的玻璃制品在新疆白城和塔城，早于中原地区约 500 年。克孜尔墓地出土一批单色无镶嵌的玻璃珠，外形较

小，形状不规则，含有较多的气泡，制作技术不够成熟，年代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即公元前 1000—前 800 年，[60]其主要的化

学成分与米索不达米亚、波斯同期的古玻璃化学成分十分相似，但含有较高的 PbO 和 Sb2O3，而这些化学成分则是同时期西亚和

中亚古玻璃中没有的。很有可能是借鉴西亚的玻璃制造技术，采用当地的矿物、草木灰等原料制备的。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现最早的玻璃制品年代属于西周早期，如陕西宝鸡茹家庄(弓鱼)伯墓出土数量较多的西周早中期的

玻璃管和玻璃珠。[61]春秋时期发现的玻璃制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62]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

格上的蓝色玻璃;[63]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的越王勾践剑格上蓝色玻璃。[64]河南淅川徐家岭墓地和湖北随县擂鼓墩墓地出土了一

批镶嵌玻璃珠(蜻蜓眼)，基地为天蓝色，眼珠呈深蓝色，有赭石色圆圈，[65][66]其主要化学成分与古埃及镶嵌玻璃珠有很大的相

似性。 

干褔熹等学人通过分析早期古玻璃样品的化学成分得出结论: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与西北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中

原地区早期玻璃成分属含碱钙硅酸盐系统，随着制备玻璃助熔剂的改进发展成为了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新疆古玻璃

成分则与西亚古玻璃成分相似，但含有地方矿产特征的氧化物。[67]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为中国所有，产生于中国内

地，至今在中亚都未出土相似化学成分的古玻璃。公元前 4 世纪—前 2 世纪在南俄波哥罗夫卡有出土的古玻璃被认为是从中国

传过去的。[68] 

干褔熹学者将玻璃从西方传入的路线称为“玉石之路”，[69]253-260提出玻璃的交易是从今伊拉克东行，经哈巴丹、伊朗、乌兹

别克、吉尔吉斯进入中国境内，从北疆、沿着伊犁河进入伊宁地区。先秦时期的玻璃制品从哈密向东，经内蒙古西北草原道，

穿居延海、黑水城(今额济纳旗)，过阴山到包头，南下太原到河南洛阳、郑州，或南下华县至西安。
[70]
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

南道在先秦时期比较活跃，古玻璃制品已在该路线上传播，从伊犁河流域的七河流域(巴尔喀什湖地区)盆地，经额尔齐斯河流

域沿阿尔泰山南麓，到内蒙古西北草原，然后进入河套地区。[69]253-260 

二、早期丝绸之路的孕育 

随着欧亚草原人群之间的交流和贸易往来以及东亚地区人群内部各种形式互动的增加，孕育了多条传播源自中国大陆的稻

米、粟黍、丝绸之路。一般可以梳理为“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稻米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传播的“华北说”

等。 

(一)丝绸向西亚、欧洲的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丝绸起源中心。中华民族的祖先栽桑养蚕、制丝织绸已有 5000—6000 年的历史。考古学材料表明，河

南荥阳青台遗址中出土的距今约 5630年的丝织品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丝织品之一。
[71]
到了商代，中国的丝织品的工艺技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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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展到比较先进的阶段。[72] 

20 世纪 9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埃及第比斯21王朝时期(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一具女性木乃伊的头发上发现

了丝束，维也纳大学的科学家用红外光谱对其进行成分分析，确认为蚕丝纤维，并且也没有后期混入的可能性。这表明，在公

元前 1000年左右，丝织品已经传入地中海地区，与埃及古文明进行接触。[73] 

公元前 5世纪后半叶，蚕丝已见于波斯的市场。[74]此外德国巴登-符腾堡(Badenwurttemberg)发现了大约公元前 7世纪的丝

织品。[75]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公元前 5 世纪巴泽雷克三号墓出土的双色织锦，五号墓中发现的以链式锁针绣成的风鸟图案丝织

品，同时伴有西亚的细密羊毛织物，表明了最晚至西周末年，中原地区的丝绸已经通过阿尔泰山、欧亚大草原西传至欧洲地区。
[76]

由此看来，丝绸仍然是以欧亚大草原作为枢纽，通过新疆、阿尔泰山西传，经过西域地区和亚欧大草原，最后传播至地中海

沿岸。 

(二)小米向中亚、欧洲的扩散 

小米也称为粟，和黍一样都是 C4禾本科植物。董广辉、杨宜时、韩建业等学者通过梳理东西方起源的各类农作物，得出结

论:粟黍在 7700aBP之前驯化于中国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和西北地区，距今 4500—4000年传入中亚东部，距今 3500年后传入

西亚和欧洲。[77] 

根据最新的考古学研究发现，世界大多数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即小米最早起源于中国的华北地区并独立驯化。在距今

11000—9000 年的北京东胡林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粟粒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78]赵志军指出，兴隆沟遗址经过浮

选采集到的炭化粟的种子测年为公元前 5500—5700 年。
[79]
小米的驯化与栽培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小米也在不断地

通过人群迁徙、动物迁徙等方式向国外传播。 

以南西伯利亚为源头的铜石并用时代的阿凡那谢沃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 3000 年下半叶—公元 2000 年初)在欧亚草原小米

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新疆地区发现的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的典型的阿凡那谢沃文化遗存中的人骨通过稳定

同位素分析法检测，屈亚婷、杨益民、胡兴军等人发现其食谱中出现 C4类食物(即粟黍)，说明阿凡那谢沃文化时期出现了小米

的遗存，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在人群迁徙的过程中小米是通过亚欧草原由中国的西北地区向外传播的。 

欧洲发现的最早的粟类作物遗址是在意大利和瑞士的湖居聚落中，年代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发现的

数量有明显增加。国外学者 Hunt认为，小米是在距今 4000—3000 年传播至欧洲，
[80]
并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 Krounovlta-1 遗址

(距今 5550—5350 年)以及 Zaisanovka-7 遗址(距今 5500—5000 年)已经检测出了小米遗存。[81]珀塞尔(Purcell)称，在黑海的

本都(Pontus)、爱琴海以北的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意大利北部的波谷以及艾琳西西里马都发现了小米，约公元前 3 世纪。[82]

因此，在距今大约4000 年前后，小米传播主要是以中国的西北地区为起点，以欧亚大草原为主要通道进行传播，逐步成为亚欧

地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瑞典植物学家德堪多认为，粟黍在史前由亚欧大陆大草原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传入东欧、中欧等地区。
[83]瓦维洛夫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粟黍起源于东亚，西传至中亚和欧洲。但是，由于目前所发现的有关小米的材料遗存比较少，

且欧洲关于农业起源方面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麦类作物的研究上，这种传播路径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而我国大多数学者普遍

接受德堪多的相关观点。 

(三)稻米向中南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传播 

2020 年，高玉等学者通过梳理中国和中南半岛 128 个遗址出土的稻、粟和黍遗存的测年数据得出水稻由中国传向中南半岛

可能有西南、福建和两广三个源头，其中以西南、福建两个地区传入的可能性较大。其具体的路径为:由福建沿海路到达中南半

岛;西南内陆地区的水稻以作物组合的方式由成都平原传播到云贵高原，随后向南传播到中南半岛。
[84]

值得注意的是，粳稻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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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半岛传入印度后，与当地的野生稻杂交形成了籼稻，后又传入中国。[85]其中西南路径的传播路线与后世文献记载的西南丝绸

之路基本一致。 

目前学术界对于稻作东传日本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看法:华南说、华中说和华北说，其中“华北说”被绝大数学者所认可。“华

北说”包含两种不同的传播路径:一是经陆路(河北、辽宁)或海路(山东)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可能性最大的路线为从长江中下

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另一种观点认为水稻直接由山东半岛传向日本。[86]2161-2168 

日本列岛接受水稻耕作技术的时间应该是在绳纹时代末期。[87]在日本出土稻粒的遗址有佐贺县唐津市菜畑、宇木汲田，福

冈县博多区板付，福冈市南区野多目，玉儿岛市玉利等，其中板付遗址和野多目遗址发现的水田已经具备了灌溉和排水设施。

绳纹时代晚期至弥生时代的菜畑遗址中不仅发现了炭化稻种，也发现了从水田开犁到收获以及脱壳、存放等过程所需的器具。
[88]
 

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发现的出土水稻的遗址是“华北说”能够成立的重要依据之一。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年代约为公元

前 2600—前 2300 年，该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稻田遗迹，是中国北方目前已知最早的水田。[86]2161-2168朝鲜半岛也发现较多

出土稻米的遗址，如朝鲜平壤市南京遗址、韩国京畿骊州郡欣岩里遗址、釜山市乐岛、金海市会岘里、固城郡东外洞、忠清南

道扶余郡松菊里等。这些遗址的发现也为水稻由“长江中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考古学

的依据。 

(四)玉器向中南半岛的传播 

目前中国境内早期形制的玉器在境外发掘出土的仅见“牙璋”这类器物。“牙璋”一名，最早见于《周礼》，亦可称为“刀

形端刃器”。
[89]

器身扁平，呈长条状刀形，窄端有刃，由本体、扉牙(阑)、柄部三部分组成，材质多为玉、石，另也有骨质、

角质和铜质。牙璋发源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沿用至商末，部分地区沿用至西周战国阶段。 

牙璋在境外的分布仅见于越南北部冯原文化的冯原遗址和仁村遗址，共出土 8 件，材质为玉、石，形制均接近三星堆。其

中三件出土于冯原遗址，距今 3700—3400 年左右。[90]147-158文化层单纯，牙璋形制较为简单，1件出土于黑土坑内，同出10颗管

形珠;1件出土于另一黑土坑，同出 7件玉玦、1件玉指环、1件大石壁;1件出土情况不明。5件出土于仁村遗址，距今3400—3000

年左右。[90]147-158除一件出土于探坑外，其余四件出土于两座贵族墓葬中，同出的还有突沿石镯、管珠，牙璋形制较为复杂。仁村

遗址是冯原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遗址，该时期牙璋取代陶器成为祭祀的主要礼器，成为彰显权贵身份和地位的工具。 

中原是牙璋使用的中心区，也是牙璋的传出地。最早的牙璋仅见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山东龙山文化，后由东向西传播

到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北方龙山文化，再传到齐家文化，后经新砦期的花地嘴遗址传到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再传到四川的

三星堆、金沙，再由三星堆文化传至越南北部。牙璋从三星堆文化到越南，就要通过岭南或四川盆地两条路线。彭长林通过对

比牙璋形制发现:越北牙璋与四川盆地牙璋相似之处诸多，而与岭南牙璋差异明显，因此，越北牙璋应由四川盆地传入，是以三

星堆文化牙璋为样本的本地仿制品。[91]韩文恳认为越南牙璋不是从中国直接输入的，而是在间接的经验与技术交流的基础上，

由本地人自己制作的。[92]与稻米向中南半岛传播的西南路线基本一致。 

(五)海贝的使用与传播途径 

海贝开始使用的时空存在最早可追溯到地中海沿岸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在中国境内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遗址，

其中货贝的使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商周时期达到鼎盛并且形成了一套专门的使用制度，秦汉时期海贝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93]122-126伴随着海贝的使用还衍生出许多仿制海贝，如骨贝、石贝、陶贝和铜贝等。在中国古代，海贝除作为物质交换的货币

使用外，还可能与葬俗、祭祀以及装饰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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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石器时代出土海贝的遗址只在西南、西北地区有所发现，如西藏昌都卡若、青海乐都柳湾、青海大上通孙家寨等遗

址。此后，海贝在我国使用的地域空间不断扩大，到春秋初期，海贝在我国的使用范围西北可到达新疆哈密地区，西南延伸至

云南德钦，东南至江苏丹徙。在上述地区内很多遗址均有出土海贝的现象，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陕西宝鸡竹园沟、宝鸡下马营、

长安丰沛、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山东淄博齐王墓、河北邯郸涧沟、山西柳林县高红、云南晋宁石寨山等遗址。 

根据目前的资料，大多数学者认为海贝是由印度洋传向中国境内。彭柯、朱岩石认为:“海贝从印度洋地区到中亚土库曼，

再经欧亚草原到达中国青海东部或长城一带。”[93]122-126土库曼地区的哲通文化是中亚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它的年代

在公元前 6000—前 5000 年，该遗址中出土了由海贝所制成的串珠，[94]而哲通文化的海贝也可能来源于印度洋。但是，海贝由印

度洋传入中国境内绝不止这一条路径，除从中亚地区传入外，还可能由南亚地区传入。梅尔伽赫文化，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

文化之一，延续时间约为公元前 7000—前 2600 年，
[95]
该文化的交流路线很可能是由巴基斯坦俾路支高原经克什米尔沿班公湖一

带南下西藏昌都，[96]值得注意的是梅尔伽赫文化中的海贝也是由印度洋地区传入的。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海贝由中国东南沿海传入内陆地区。如李凯认为海贝由中国东南沿海传入中原地区，随后多

以赏赐物的形式传向其他地区，而由印度洋传入的可能性较小。[97] 

三、结语 

自人类走出非洲，扩展到东亚地区以后，东亚地区就一直有人类繁衍生息。关于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中国学术界形成了

“独立演化、附带杂交”的认识。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发明了稻作农业、旱作农业并驯化了猪、鸡等家畜，形成了独特的文

明体系，同时还以各种形式积极与世界各地进行物质、文化交流。这些“双向”的文化交流对早期中国文明、世界文明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 

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出现对人类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矿石原料的获取、生产的专业化以及青铜制品的流通，

使得人们的交往领域第一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世界系统的形成是在公元前 3 千纪，相当于青铜时代

的早期。[98]2013 年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Honolulu)讨论了史前古代的全球化问题。通过此次讨论，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作为全球

化的时空规模的扩展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也需要重新思考进入全球化的社会和制度因素。[99]这个概念挑战了传统的历史认识，

强调在现代社会之前，文化交流和社会网络对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所起的重要作用。先秦阶段的中外文化交流既有技术也有产

品输送，更有人群迁徙等，这些文化交流形式肇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于不晚于第五千纪，到了第四千纪的时候变得相当

频繁。 

无论是早期金属之路的形成还是丝绸之路的孕育，均可以看出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由于考古学材料的物质特征，这些早

期文化交流的证据都是零散发现的，很少组合在一起。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文化交流应该是文化包裹的形式出现的，如铜技

术的本土化过程除关注青铜产品以外，还应该包括找矿、采矿、分选、冶炼等开矿过程。研究者应该充分意识到文化包裹的内

容和形式，避免研究中出现大的偏差。 

欧亚草原早期金属之路的出现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如早期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产品的传播，马及马车的播散。

这些技术、产品形式不断丰富了先秦阶段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形式。文化交流有的被继承、发扬并进一步光大，如青铜技术及其

产品，并成为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的标志。牛羊也一直是肉食资源不可替代的产品，如太牢(牛、羊、豕代表的太牢是最

高统治者使用的祭品)、少牢(羊、豕)，可以说影响了中国早期政治的权力表达形式，代表了早期政治所需掌控、分配的稀缺资

源。马和马车最终则演变成了国家军事力量的体现，也是早期中国政治礼仪的最高规格表达;当然，也有一些文化形式很快被遗

忘，如权杖头。 

先秦阶段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孕育了欧亚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这些文化通道从中国腹地向周边地区输送了水稻、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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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丝绸、玉器等。小米在欧洲意大利境内的发现也不晚于距今 3500 年。稻米、丝织品、玉器等文化因素在朝鲜半岛、日本列

岛、中南半岛不断发展，对东亚其他地区的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了强烈影响，最终可能积淀成东亚地区共同的心理文化基础。 

自史前至先秦阶段的中外交流研究显示，历史上加强文化交流是世界大势所趋。早期文化交流形式是多样的，虽然努力做

多方面的梳理，限于篇幅仍不免遗漏吞舟之鱼，如早期人群交流、[100]早期冶铁技术、[101]黄金制品的使用等问题。冶铁技术如青

铜技术一样，也是考古学上一个时代的标志。冶铁技术系统应用于农业、手工业、战争等方面，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

提高了手工业的生产效率，也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和规模，从而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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